
第１９卷第５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９Ｎｏ．５

２０１９年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ｅｐ．２０１９

宽严之间：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之检视

安　然

摘　要：自２０１１年问世以来，污染环境罪承载着民众对良好生存环境的迫切渴望，受到了社会广泛关

注，立案数量也十分可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环境危机的作用。然而，由于刑事政策层面片面强

调对污染环境罪的从严规制，加之学界与实务界尚未对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素形成科学、统一的认识，导致

司法实践中对污染环境罪案件的处理呈现出一种较为功利与粗糙的态势，不利于国家法治权威的树立。对污

染环境罪进行科学规制，应推动犯罪规制理念由 “消灭”、“打击”、“惩罚”向 “防控”转变，同时构建更加

完善的立法与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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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可能是进入２１世纪后最广为人知的词汇。在当下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中，环保问题
毫无争议地属于社会各界最为关切的焦点问题之列，是当下的时代最强音之一，污染环境罪即是为
了满足社会与民众不断升高的环保诉求而问世。
然而，受到我国长久以来的犯罪斗争观与运动式犯罪治理模式之影响，该罪名在没有得到细致

研析的情况下就匆匆被推向 “司法市场”，使得污染环境罪自问世以来的司法适用状况呈现出一种
较为急躁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换言之，为了因应社会状况的变
化，污染环境罪被划入应 “从严对待”的范畴并非不合理，但在取得了 “从严对待”的合理外衣
后，我国当前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制却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 “相济”的要求，颇
值深思。

一、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情况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进行搜索，共得到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间污染环境罪一审判决书４　２８３
份①。为了全面、科学地考察污染环境罪自问世以来的司法适用状况，本文拟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
面展开分析。

（一）对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的宏观考察
案件数量。在４　２８３个案例中，２０１１年０个，２０１２年１个，２０１３年３７个，２０１４年８３９个，

２０１５年６４１个，２０１６年１　１５５个，２０１７年１　６１０个。从案件数量来看，我国对严重污染环境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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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力度显著增强。在进入２１世纪后到 《刑法修正案 （八）》颁布之前，刑法原三百三十八条规定
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既判案件仅有２８例［１］，而在污染环境罪出现后的短短五年间已有４　２８３
个污染环境罪案例，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例数量的一百多倍，令人惊叹，充分展示了国家建设
生态文明、回应民众环保诉求的决心。污染环境罪案例在２０１４年呈井喷之势，这充分说明在长期
缺乏针对性立法的情况下，２０１３年颁布的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解释”）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明显的助益，积蓄多时的 “审判动力”得到了释放。
案件来源地。此次搜集的４　２８３个案例来自全国２８个省份 （或直辖市）。其中，浙江省１　１５９

个，河北省６９５个，山东省５３１个，广东省４９０个，江苏省３３５，这五个省份的案例占总数的

７５％，尤其是浙江省一个省份的污染环境罪案例竟然占全国的２７％，十分引人瞩目。从案件来源
地可看到，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结合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短期内不可能
实现跨越式的去工业化发展，对环境污染的治理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民众、媒体还是国家
似乎都不应操之过急。
犯罪主体情况。在４　２８３个案例中，单位主体被认定犯污染环境罪的仅有３０６例，仅占所有案

件的百分之七，其他均为自然人犯罪主体。与学界之前的研究结论不同，污染环境罪的犯罪主体以
自然人占绝对多数。长期以来，民众与媒体对我国工业与制造业企业存在误解，事实上，大多数规
模以上生产型企业对国家的环保要求是比较重视的，污染环境的主力军是私自进行或违反国家规定
进行工业加工与生产的私人作坊。
判罚依据。在４　２８３个案例的判决书中，明确计算出污染环境行为造成经济损失或计算出生态

修复费用的只有２１２个案例。这意味着，只有４．９４％的案例计算出了明确的经济损失，而绝大多
数污染环境罪案件都是凭借着纯粹的环境鉴定结论而入罪。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污染环境罪案件都
是按照 《解释》中规定的违法排放 “三倍以上”或 “三吨以上”的入罪标准进行判罚的。这一方面
说明在个案中，被污染的环境要素 （如水、空气）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大多数情况可能不易定损或
计算生态恢复费用。但同时也预示着，在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实践中没有造成直接人身、财产损失入
罪的情况会不断增加，这对传统上以实际损害为判决依据的刑事司法模式构成了明显的冲击。
判罚情况。为了充分显示当前污染环境罪的判罚强度，本文选取了２０１５年度浙江省的污染环

境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判罚情况进行了比较 （如表１所示）。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检索，笔者
分别得到浙江省２０１５年污染环境罪一审判决书共２４０份与故意伤害罪的一审判决书２　２５５份。

表１　２０１５年浙江省污染环境罪、故意伤害罪自由刑适用情况比较表

拘役 一年以下 二年以下 三年以下 四年以下 五年以下 六年以下 七年以下 缓刑率

故意伤害罪 ２０９　 １４２２　 １１５　 １６１　 ５５　 ４３　 １６　 ５　 ５８．４％
污染环境罪 ４４　 ２９２　 ７　 １　 ２　 ０　 ０　 ０　 ４９．１％

在对浙江省的故意伤害罪与污染环境罪自由刑适用情况进行横向比较后得知，污染环境罪案件
的缓刑率显著低于故意伤害罪。污染环境罪的判罚集中于有期徒刑二年以下，２０１５年浙江省被判
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仅有３人。２０１５年浙江省共有故意伤害罪案例２　２５５件，被判处三年
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达到了２７５人。我们有理由推测，在司法者眼中故意伤害罪的恶性仍大于污
染环境罪的恶性，换言之，故意伤害罪毕竟是给被害人造成了直接侵害的行为，但大多数污染环境
罪案例仅仅是超过了法定的入罪标准，并没有造成即时的人身、财产侵害。但由于某些原因，对在
污染环境罪案例的审判中，对被判处自由刑的被告人适用缓刑的比例竟低于故意伤害罪，可知我国
当下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制是十分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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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层面上，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与民众诉求，国家加大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力度无疑
是科学的，但对污染环境罪严格规制的政策向导，容易导致在微观的司法实践一线工作中出现操之
过急的现象，甚至出现某些颇值商榷的案例。

（二）对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的微观审视
在严厉打击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导向下，污染环境罪案件在司法适用中呈现出明显的严厉但不

统一、不规范之状态，司法者在对污染环境罪的几个关键要素的理解上出现了大相径庭的诠释。

１．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理解有冲突，但均入罪处理。
案例Ａ①：被告人石某在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污染物的重金属指标均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三

倍以上。被告人石某的辩护人辩称：被告单位及被告人主观上没有污染环境的直接故意，其挖坑存
放废渣的行为是一种临时行为，且无证据证明坑内有渗透或者溢出的情况，因此被告单位及被告人
也不存在间接故意。法院认为，污染环境罪是过失犯罪。被告人及其单位虽在主观上没有追求污染
环境的故意，但由于疏忽大意、过于自信，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符合本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案例Ｂ②：被告人周某明知被告人张某甲、李某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违反国

家规定，委托其在句容市葛村镇荣盛防水材料厂内处置废重油５２．４２７吨。在该案件的二审中，周
某的辩护人提出：许多权威法律书籍认为污染环境罪是过失犯罪，因此周某不构成污染环境罪 （未
遂）。二审法院认为：污染环境罪是故意犯罪。《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关于污染环境罪的规定，排
放、倾倒、处置均为故意行为，且无任何揭示过失犯罪的表述。同时，《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而 《解释》第七条规定了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情形，
故污染环境罪系故意犯罪。法院对周某及其辩护人提出该罪是过失犯罪、周某不构成犯罪的意见不
予采信。
案例Ａ、Ｂ中司法者对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不同理解直接决定了被告人入罪与否。在案例Ａ

中，被告人与辩护人认为被告单位与被告人的行为不是故意行为，而且从多角度展开论证，否定了
行为存在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可能，但审理法官认为污染环境罪是一种过失犯罪，仍然对被告进
行了入罪处理。然而，在案例Ｂ中，案件的审理似乎正是案例Ａ的翻转，该案的被告人与辩护人
辩称污染环境罪是过失犯罪，而被告行为是故意行为，因此不构成污染环境罪。而案例Ｂ的审理
法官也十分专业、负责地对该辩护意见进行了回复，并明确主张污染环境罪是故意犯罪，因此最终
仍对被告进行了有罪判决。根据两个法院的审判意见，我们有理由认为将上述两个案件的司法者进
行互换，两个案件的处理结果会与现状完全相左，这无疑是对司法权威的巨大侵蚀。

２．同类案件缺乏统一的量刑标准，量刑不规范。
案例Ｃ③：被告人靳某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直接排入厂房外农田，涉案废水中含有六价铬

重金属物质，且六价铬的含量为３０６ｍｇ／Ｌ，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法院判决被告人
靳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案例Ｄ④：被告人王一某雇佣多人经营电镀加工业务，并将镀锌产生的污水直接排放至院内水

池内，排放的污水中六价铬为１０８ｍｇ／Ｌ，超过国家合法排污标准三倍以上。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
王一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３０　０００元。
以上两个案例中，诸被告人造成严重污染结果的核心污染要素为 “六价铬”，其浓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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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５）甬北刑重字第１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镇环刑终字第００００２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４）甬慈刑初字第６４２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一中刑终字第６２号刑事裁定书。



３０６ｍｇ／Ｌ、１０８ｍｇ／Ｌ，两个个案例都没有提及被告人是否额外造成了经济损失，因此六价铬浓度
就成为案件判决的核心要素。考虑到这两个案例来自浙江省与天津市，都是我国目前较为发达的地
区，案件量刑标准理应差别不大。然而，两个案例判罚结果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案件的量刑标准
亟待统一。

３．对污染环境罪共犯的认定不当扩大。
案例Ｅ①：被告人杜某某系门卫，负责为进出车辆开关厂门。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０日凌晨，被告人

刘某某、范某某受指使驾驶罐车从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永发化工厂装载５０．４４吨废酸运至橡胶厂
内，准备通过暗管向外排放时被民警抓获。同时将在厂内的杜某某抓获。经对罐车内废酸检测，其

ＰＨ值小于０，属于危险废物。法院判定诸被告人均犯污染环境罪 （系共同犯罪），杜某某被单处两
万元罚金。
案例Ｆ②：杨某某指使被告人李某某和王某某从邢台市南和县盛泰制管厂拉出一车废盐酸往辛

集市境内倾倒，当晚２１时左右，司机任某某 （另案处理）接替王某某驾驶这辆罐车和李某某一起
到辛集市，开始利用暗管向辛深排干渠倾倒废盐酸，约３分钟后辛集市公安局民警赶到现场将李某
某当场抓获，司机任某某见状逃逸。经查该院内为被告人杜某承租，并指使被告人张某某负责该院
内开关大门。最终法院判定诸被告人均犯污染环境罪 （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张某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八个月，并处罚金５　０００元。
案例Ｇ③：被告人陈某甲将其自家场所出租给该外地男子从事非法电镀加工，收取房租２０００

元。经环境监测站检测并经省环保厅批复认可，上述加工点厂房排水沟生产废水的总铬、六价铬与
总铜浓度分别超出国家限值的２５．５倍、１１．４５倍、９２５倍。法院认定被告人陈某甲犯污染环境罪
（系共同犯罪），陈某甲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两万元。
以上三个案例均为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且被告人均被入罪处理。然而，在上述三个案

件中，被告人被认定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共犯是值得商榷的。
案例Ｅ与案例Ｆ中的杜某某与张某某均为门卫，负责开关大门，被认为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共

犯；案例Ｇ中的陈某甲将自己所有的场地出租给他人，因为承租者构成污染环境罪，法院认为陈
某甲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共犯，在陈某甲仅收取了２０００元租金的情况下，判处陈某甲有期徒刑一年
且没有缓刑，并处罚金两万元。
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三份判决书中的记

录来看，三位被告人既没有污染环境的故意，更缺乏污染环境的行为。即使按照２０１３年两高发布
的 《解释》中的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向其提供或
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上述三位被告人在各自的案件中也并不存在为同案其他被告人提供或委托收集、贮存、利用、处置
危险废物的行为与故意。因此，将他们认定为污染环境罪的共犯缺乏充足的法理依据。
原本在环境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势下，严厉对待污染环境罪是无可厚非的，但我国刑事法体系时

下对待污染环境罪没有很好地坚持刑法谦抑原则，致使污染环境罪案件的司法适用存在宽严失衡之
虞。从当前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状况可以看出，我国刑事法体系保护社会、回应民众诉求的意愿
十分强烈，但如不警惕反思，坚持对刑罚权的合理限制，我国的刑事法治很难真正走上规范的法治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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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５）静刑初字第６８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河北省辛集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６）冀０１８１刑初９０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２０１６）闽０５８３刑初２６号刑事判决书。



二、污染环境罪在司法适用中宽严失衡的成因分析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我国当前对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宽严失衡问题。我们
可以把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简单地概括为刑事政策要求对污染环境罪 “从严对待”。但实际上，我
们也需要清醒地看到，在刑事政策的背后，我国长久以来的犯罪斗争观与运动式犯罪治理模式对当
前的犯罪治理工作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一）表层原因：刑事政策层面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制片面强调 “从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推行已有十余年，获得了理论与实务界的肯定，也取得了较之

“严打”政策更稳定的社会效果。马克昌教授认为 “宽严相济”的内涵是：“当宽则宽；严中有宽，
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２］陈兴良教授认为：“宽严相济，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 ‘济’。这
里的 ‘济’，是指救济、协调与结合之意。因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指对于犯罪应当有宽有
严，而且在宽与严之间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平衡，互相衔接，形成良性互动，以避免宽严皆误结果的
发生。”［３］不过，我国近年来对待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政策显然并没有做到 “宽严相济”，而是片面强
调了对污染环境罪的 “从严”对待。
随着民众对良好环境的诉求不断加码，污染环境罪已成为理论与实务界的众矢之的。在刑事政

策层面，污染环境罪无疑是被划归到 “宽严相济”之 “严”的阵营中。在 《解释》颁布后，最高人
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介绍道：“该解释根据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结合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取证难、鉴定难、认定难等实际问题，对有关环境污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了新的规定……定
罪标准有所降低，目的就是体现从严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立法精神。”① ２０１５年初，环保部副部长
潘岳指出，“‘两高’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出台至今，仍有八、九个省区没有查处一起污染环境罪案
件，这些地方实际上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环境违法现象。环保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新 《环保法》，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环境保护大检查，严肃查处环境违法问题。”② 在我国某些地区，对污染环境罪
进行 “严打”的话语充斥公检法机关。如 “群众呼声就是第一信号，浙江严打食品药品环境等民生
领域犯罪”③，“快审快结慎用缓刑，从严从重增添利器，江苏法检联手严打环境污染刑事犯罪”④，
当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物对 “快审快结慎用缓刑，从严从重增添利器”予以刊登时，全国各地法院
对污染环境罪进行 “大干苦战”就不难理解了，在某些案件的审理中就难免因为追求效率而留下一
些不符合法治精神之处。
大众媒体对于污染环境罪的态度更是呈现出一片 “众人皆曰可杀”的意味：《运用新法严打违

法行为》《湖南多部门联动严打电信网络违法犯罪》《保持高压态势，严打违法行为》《上海公安机
关开展秋冬严打整治专项行动》⑤。我国长久以来在国家权力意志下对待犯罪的斗争观念与运动式
犯罪治理模式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民众、媒体对此甚至是喜闻乐见的。在对污染环境罪控制最为
严格的浙江省，在打击环境犯罪的相关数据方面 “独占鳌头”。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在涉环境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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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治污，重典时代来临？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出台内幕》，南方周末网，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ｚｍ．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

９２０６７，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２月３日。

参见《“两高”司法解释出台至今 多省未查处一起污染环境罪》，人民网，网址：ｈｔｔｐ：／／ｅｎｖ．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５／

０３０３／ｃ１０１０－２６６２３６８５．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２月３日。

参见《人民公安报》２０１５年８月２日，第１版。

参见《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第１版。

分别参见《中国环境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８日，第７版；《人民公安报》２０１６年１月３日，第４版；《中国工商报》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１９号，第１版；《上海法治报》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号，第Ａ０１版。



方面，浙江省的刑事拘留人数占全国４６．７９％，向公安部门移送环境犯罪案件占全国４０．１７％①。本
文认为，浙江省在控制污染环境罪方面确实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显著效果，但单独一个省份取得如此
突出的 “成绩”，似乎恰恰印证了我国当前的犯罪控制仍受到较多法治之外的因素影响。
当前，似乎一旦在刑事政策层面将某种犯罪划归到 “严”的范畴后，宽缓就再也无从体现。因

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际展现出的是一种类似 “宽宽严严”或 “轻轻、重重”的面貌［４］。如
果 “宽严相济”只能做到 “宽宽严严”或 “轻轻、重重”的程度，“宽严相济”对犯罪治理工作的
积极意义无疑会大打折扣。

（二）深层原因：犯罪斗争观与运动式犯罪治理模式仍发挥着深刻影响
在刑事政策层污染环境罪的规制片面强调 “从严”的背后，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犯罪斗

争观与运动式犯罪治理模式之身影。
我国的犯罪斗争观具有浓烈的革命色彩。在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犯罪

被认为是阶级剥削的产物，国家之所以存在犯罪现象是由于剥削阶级依旧没有被消灭，通过阶级斗
争消灭犯罪就成为犯罪治理的主要指导思想。新中国建国之初面临诸多不利的国内、国际因素，如
何维护与巩固新政权无疑是国家首要任务，因此需要集中一切力量抵御国内外的挑战与破坏。恰如
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建立新的政权，必须首先分清 “敌人”与 “朋友”。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发端
于新中国建立前的苏维埃政权时期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１９５６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正式
被确立为基本刑事政策，并将其内涵明确为：“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
折罪，立大功受奖。”我国１９７９ 《刑法》第一条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依
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５］。
因此，在１９９７年刑法修改之前，革命意蕴十分突出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思想一直

指导着我国的犯罪治理工作，而这种刑事政策思想在脱离了革命年代特殊的文化与社会土壤后，其
不准确、不科学的特点愈发展现出来。原因在于，犯罪是一种固有的社会现象，从社会学角度来
看，犯罪在提高社会凝聚力等方面能够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６］（Ｐ８３－８４）。犯罪斗争观与革命时期 “打
倒、消灭”敌人之目标息息相关，而敌我关系是一种 “你死我活”的关系，因此国家对待犯罪现象
是异常警惕且冷漠的，因之，犯罪斗争观念能持续发挥作用就可以得到理解。
然而，敌人可以被消灭，人性却得无法彻底改造，而犯罪是人性中 “恶”的因素作祟之结果，

同时也是复杂的社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正所谓 “水至清则无鱼”，何况国家也没有能力将社会改
造成 “至清之水”。时至今日，中央政法委的机关媒体仍然将违法犯罪现象作为一种斗争的对象来
看待，而大众媒体对犯罪的态度则更加激进。因此，犯罪斗争观在我国刑事政策中仍然发挥着不可
小觑的作用②。事实上，科学的犯罪观应当坦然接受犯罪的两面性：犯罪无疑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
性，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犯罪也有其生成与存在的合理性，而且犯罪作为整体也以自身特
有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７］。故而，国家在治理犯罪时应避免生硬地将犯罪视为需要斗争的
“敌人”。
运动式犯罪治理模式与犯罪斗争观一样，在特殊的革命背景下产生并一直影响着我国刑事政策

的制定与实施。得益于新中国丰富的革命遗产，运动式犯罪治理具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同时也是超
大规模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需要。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缺乏强有力的基础性权力。在治理资源不
足、政策目标无法顺畅实现的背景下，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应对机制走上历史舞台［８］。在建国初
期，犯罪治理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纳入了国家运动的框架内，犯罪被视为 “镇压”的对象，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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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打击环境犯罪，浙江为什么独占鳌头？》，载《中国环境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１日，第５版。

参见许辉：《依法与环境侵权行为作斗争》，载《法制日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０日，第７版。



五反等运动如同 “三大战役”一般被组织起来。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 “严打”刑事政策毫无疑问
地延续了运动式犯罪治理模式，诚如梁根林教授所指出的， “严打”斗争在中国已经持续了２０多
年，其间经历了三场集中统一、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战役以及不同形式的专项斗争行动［５］。虽然近年
来我国不断努力消除 “严打”色彩并全力将犯罪治理纳入到规范的法治轨道中，但全国各地针对犯
罪的 “战斗号角”仍时常可见，如 “全市公安机关严打侵财犯罪战犹酣”，又如 “下好严打 ‘先手
棋’，打好整治 ‘主动仗’”①，可见运动式犯罪治理给民众与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在革命年代开展运动式犯罪治理，可能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但在中国飞速发展且深刻

转型，民众素质不断提高，社会力量不断增强的时代，运动式犯罪治理模式是难以为继的。运动式
犯罪治理模式虽然可以造成很大的声势，但 “很容易做得过分而造成偏差。因此，每次运动都可能
引起另一次运动，来检验、更改或否定前一次运动”［９］（Ｐ３５２）。申言之，运动式犯罪治理模式是一种
高度依赖政治权力与政治体系的犯罪治理模式，与现代社会所呼唤的理性、规范的法治秩序相左，
不宜过度适用。

三、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的完善路径

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的宽严失衡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来自刑事政策上的 “从严对待”
之要求，也受到犯罪斗争观与运动式犯罪治理传统带来的惯性影响。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我们首要
的工作是转变犯罪规制理念，同时辅之以立法与司法上更加科学的制度设计。

（一）由 “惩罚”到 “防控”，更新犯罪规制理念
在我国传统犯罪治理的语境中，犯罪总是与 “消灭”、“打击”、“惩罚”与 “处罚”等词汇紧密

联系在一起，彰显国家、社会与民众对犯罪的拒斥态度。虽然在进入２１世纪后，我国学界与法律
实务界逐渐兴起了恢复性司法与被害人学，使犯罪人和被害人可以在一定程度内主动影响司法机关
对犯罪的处置。由此，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再完全是一种单向度的、被动等待宣判的图景，
而向一种社会沟通机制缓慢演进。不过，时至今日，由国家对犯罪进行 “打击”、“处罚”、“惩罚”
仍是一种绝对的强势话语，立法机关不辞辛劳地监视着社会，生怕立法有疏漏而放纵了犯罪，执法
机关、司法机关则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每一个侵犯民众法益的不法行为。
长久以来，我国犯罪治理在面对犯罪时的 “本能反应”是 “如何评价某个犯罪行为或犯罪后

果”，缺乏了 “控制犯罪后果蔓延、减轻法益侵害”的思维向度。在高度工业化社会之前，犯罪大
都是静态的、物理式、共时性犯罪，犯罪结果通常在犯罪行为结束时就能够显露出来，刑法的 “评
价”思维也因此可以基本满足犯罪的治理需要。但是在人类社会高度工业化后，社会风险正以人类
意想不到的迅速延伸开来，对于社会风险的 “管控”思维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
用。换言之，在自然犯的治理上，惩罚主义的犯罪控制模式或许能够实现民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唤，
但在法定犯的治理上，惩罚主义的犯罪控制模式就显得过于粗糙，无法满足当下民众对公平正义的
要求。
传统刑法的 “评价”思维无法满足法定犯控制需求的根源在于：某些法定犯的法益侵害结果是动

态的、化学式、历时性的 （如污染环境罪），试图迅速评价法定犯之侵害存在将问题过度简单化之虞。
此外，传统刑法的 “评价”思维在案件宣判后一般不再更多考虑控制犯罪结果、减轻法益侵害的问
题，这在污染环境罪案件中就会存在巨大的风险。因为，即使案件宣判完毕，被污染、破坏的自然环
境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恢复。因此，在社会情势不断复杂、民众安全需求不断增强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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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闽南日报》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５日，第６版；《法治生活报》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３０日，第３版。



背景下，犯罪控制，尤其是在法定犯的控制上最有必要突出的两种思维是 “预防”与 “控制”。预防
包括一般预防 （积极一般预防与消极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而控制则指尽量减少后果极为恶劣案件
发生以及使犯罪结果不再蔓延恶化、减轻法益侵害。犯罪 “防控”应包含两个侧面：在犯罪控制的逻
辑上，扭转传统 “打击”、“处罚”、“惩治”思维惯性，突出 “预防”与 “控制”的理念；在应对犯罪
的具体路径设计上 （如立法、司法），重视 “预防”与 “控制”犯罪的效果。
在２０１９年初颁布的 《两高三部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 （以下简称

“纪要”）中，出现了一些符合犯罪防控理念的新举措，颇值赞赏。如 《纪要》中指出，对于污染环
境罪的单位犯罪主体认定问题：“应当依法合理把握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重点打击出资者、经营者和主要获利者，既要防止不当缩小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范围，又要防止打
击面过大”。此规定较之司法机关之前的做法有了明显的积极意义，更容易实现污染环境罪的精准
预防。又如 《纪要》中提出：“将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规定为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之一，是为
了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现衔接配套”。此表述将污染环境罪的惩治与环境法治中生态损害赔
偿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形成生态治理的制度体系与制度合力。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未来污染
环境罪的司法适用可以与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深入联结，在一定程度上依据行为主体对生态
损害的赔偿调整刑事责任的承担，实现控制生态损害结果蔓延之目的。“防控”作为一种法定犯时
代的犯罪规制理念，正逐步得到国家的认可与实施。

（二）结合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制定更加科学的入罪标准
“作为一种自然行为，没有哪种犯罪一开始就自己带着刑罚而来。犯罪的轻重首先是由于法律

的规定。没有这个被定义的过程，任何裸的犯罪行为本身都无所谓轻重。但问题是，法律又是如何
决定犯罪轻重的呢？或者说，法律根据什么对某种犯罪做出一定严厉程度的反应呢？”［１０］通过前文
对污染环境罪案例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案例都没有计算出精确的经济损失或生
态修复费用，而是依据 《解释》中规定的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或 “……制
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以下简称 “三吨以上”、“三倍以上”）而作出审判的。
然而，《解释》中所规定的 “三吨以上”与 “三倍以上”的标准是如何制定出来的？笔者试图

对该问题进行查证，但却没有搜索到任何对此问题进行解释的文献或消息。诚然，就司法实践的现
实情况而言，“三吨以上”与 “三倍以上”的入罪标准无疑是十分有效的，对我国打击、震慑污染
环境罪行发挥了显著作用，但同时似乎也说明在工业、制造业中产生的污染其实较容易达到 “三吨
以上”与 “三倍以上”的入罪标准。污染环境罪与其他罪名的显著区别在于，污染环境罪案件的审
判需要得到环境科学的支持，非专业部门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鉴定意见，而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
如何制定却得不到科学的解释。由于缺乏官方的解释，我们在面对诸如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为什
么不是 “一吨以上”与 “一倍以上”，或 “十吨以上”与 “十倍以上”的问题时就会陷入十分尴尬
的境地。不止如此，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不同地区的环境污染情况差别很大，不同地区的
环境容量、环境潜力差别也十分明显。我们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制强度必须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状况
相适应，对污染环境罪入罪标准的制定必须要科学透明，在条件成熟时，对不同地区做出有差异的
入罪标准。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塑造法治权威，让民众对法治心悦诚服。
本文认为，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之制定可以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结合起来。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制度是我国重要的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规范性文件得到普遍规定。早在 “六
五”期间，在上海黄浦江、四川沱江等河流的水质保护科研成果中，就出现了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思
想［１１］。２０１４年新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国家实行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
度”，将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确定为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从 “九五”计划开始，“十五”、

—２４—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计划均规定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在２０１６年国家推出的
“十三五”计划中，明确规定了一系列精确的污染物控制目标：“制定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计划，严格
落实约束性指标，地级及以上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２５％……推进水功能区分区管理，主要江河湖
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８０％以上……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控制，
全国排放总量下降１０％以上。”①

综上可见，我国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历经多年发展，已进入一个较为全面、科学的阶
段。而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最为关注的水污染、大气污染恰恰也是污染环境罪中出现频率
最高的污染方式。其实，环境污染 “说到底就是人类活动及其影响超出了环境能力或环境承受能力
的极限而出现的后果。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人类生活的空间和宇宙中适合
人类生活的空间是有限的，它有一个并不是十分巨大的可计算的量”［１２］。如果经济活动制造的环境
污染没有超过环境的承载力，我们就不会面临环境问题，国家也不必劳神费力地推行环保工作，更
不用规定污染环境罪了。因此，只有严重超出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的行为才可以被视为犯罪。详言
之，在制定污染环境罪入罪标准时，我们应参照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统计结果，科学计算出当前
我国环境承载力的极限数据，据此制定出达到何种严重程度的污染环境行为可以被视为犯罪，同时
依据不同地区环境承载力的不同，对污染环境罪入罪标准进行微调。随着一定时期内污染物总量控
制目标的变化，污染环境罪入罪标准也应合理调整。最后，有关部门应将污染环境罪入罪标准的制
定依据、过程向社会公布，向民众展示法治的全貌，增强法治的公信力。

（三）充分利用案例指导制度，加强案件审理与量刑的规范性
前文已述，在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罪案件的量刑规范程度并不尽如人意，在近期颁布的 《纪

要》中也明确提出对于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要 “坚持最严格的环保司法制度、最严密的环保法治理
念，统一执法司法尺度”。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一项具有广阔前景的司法制度，可以为污染环境罪案
件的规范审理提供明显助益。

２０１０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截至２０１８年六月二十七日，最
高人民法院已发布了９６个指导性案例。案例指导制度具有一定的 “规则创制”功能，有利于司法
适用的规范化。陈兴良教授认为：“对于案例指导制度来说，创制规则是其根本职责之所在。没有
规则的创制，也就没有指导性案例存在的必要性。”［１３］诚然，案例指导制度不能替代法律是学界与
实务界的主流看法，“指导性案例制度最基本的价值定位应该是适用法律，而非创制法律”［１４］，指
导性案例不创设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而在于 “对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进行指导”［１５］。那么，在不挑
战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指导性案例对法律的模糊地带或某些不清晰的认定情节进行诠释，或对
以往某一方面、某一类罪名司法经验进行总结，发挥规范认定之作用是可以允许的。譬如，污染环
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并没有得到立法的明确揭示，在司法实践中，故意与过失都可以构成本罪，在
这种情势下，如不推出新的司法解释，我们可以考虑发布相应的指导性案例对这一问题进行补充与
解释。
指导性案例的例外性与特殊性有利于案件量刑的规范化。“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多发的

新类型案件或者容易发生执法偏差的”是指导性案例的重要遴选标准。在科技日新月异、社会情势
变化令人应接不暇的今天，成文法落后于社会生活的不足被不断放大，各种新奇的案件不断涌现。
对具有例外性与特殊性的案件如何科学地审判与量刑是当今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指导性案例由于
其灵活性与时效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污染环境罪本是一种新型犯罪，不法分子污染
环境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通过不断推出符合新社会情势的指导性案例，能够有效地规范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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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罪案件的认定与量刑，更好地树立司法权威。
指导性案例还可促进司法机关更准确地贯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法律的稳定性需要更高

的正义标准的矫正原理、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功能，甚至我国刑法的但书条款的适用等往往不可能
表达为一种类型化的司法解释，此时判例的作用就彰显出来。”［１６］本文认为，司法审判并不仅仅包
含入罪一种产出，出罪或适用缓刑无疑也是审判工作的重要结果，同样发挥着维持社会秩序、维护
司法权威的重要作用。环保危机关乎每个人的健康，但我们当前不可能 “去工业化”、放弃经济社
会的建设，如果刑事政策层面对污染环境罪一味从严，也会使社会付出很大的成本。事实上，环保
危机的应对恰恰要以经济发展成果为依托。美国洛杉矶的雾霾也曾 “名扬万里”，洛杉矶花费了大
量人力物力，耗时数十年才换来了清洁的空气［１７］。环境污染其实是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工业化
的必经之路，环境治理需要充分的耐心。指导性案例完全可以选取一些出罪或适用缓刑的污染环境
罪案例，向社会各界宣示我国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精神的坚定信念，展示我们推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的决心与技巧。

四、结　语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环境危机作为经济
高速发展的附随物，是我们当下不得不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
自九七刑法规定了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至污染环境罪问世的十数年间，我国对环境犯罪的惩

治存在 “畸轻”之虞，导致环境问题愈演愈烈，对环境犯罪的严厉惩治确实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
自２０１１年污染环境罪进入司法适用以来，尤其在２０１３年 《解释》颁布之后，该罪名得到了十

分高效的适用，极大地震慑了环境污染主体，为社会环保意识的树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
而，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我们虽然解决了之前的 “畸宽”问题，但污染环境罪在司法适用的过程
中，在一定程度上又出现了片面从严的问题，仍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相抵牾。在近年来的高
强度惩治下，我国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在此情势下，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应走向
更加规范化、法治化的道路。申言之，我国对待环境问题应切实贯彻落实 “宽严相济”之精神，片
面从宽与片面从严均不可取，均不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要求。
令人欣慰的是，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施行的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在一定程度改善了之前 《解释》片面从严的政策导向，将多种污染元素的入罪标准由超过国标
“三倍”以上放宽为 “十倍以上”。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０日公布的 《纪要》中更是明确提出 “既要防止不
当缩小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范围，又要防止打击面过大”的法治要求，充分体现了国家不断调适、
不断找寻更加理性的环境污染规制方式之精神。惟其如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才能得到真正落实，
我国的环境刑事法治才能实现科学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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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然：宽严之间：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之检视


